
论秘书学史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秘书学史研究的目的，在于归纳成果、总结
经验、吸取教训、把握规律，指导教学、科研和秘
书工作。能够系统地研究学科自身的发展进程，
也是学科趋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早在上世纪 80年代中期，就有同行提议对

中国秘书学史开展研究。 安徽大学中文系副教
授董继超 1989年在其主编的《公务秘书学》[1]中
也提及此问题，1995年在《秘书学史研究刍议》[2]

一文中再次提出此问题。笔者遂撰文表明看法，
认为当时秘书专业存在仅十几年，缺乏积累，客
观条件尚不具备， 宜等到积累较丰厚之后再开
展相关研究。[3]此后争论停歇，问题也就搁置了。

【摘 要】中国秘书学史是研究中国秘书学自身发展进程和学术
思想的专门史。文章论述了秘书学史研究的范围、内容、分期、基本方
针、基本方法、切入点、科学性等问题。

【关键词】秘书学史；学科发展史；学科学术思想史

� � 作者简介：杨剑宇，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 研究方向：中国史、国外汉学、秘书学。

论秘书学史研究

杨剑宇

� � 编者按：无论我们对秘书学的现状作何评价，都不可忽视在此领域众多先哲筚路蓝缕，以
启山林的功绩。总结前人的成果，汲取其中的思想精髓和经验教训，是学术研究不断攀升的阶
梯。然而，毋庸讳言，在当前的秘书学研究中，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自觉地“站上巨人的肩膀”。本
期推出“秘书学史研究”专题，一方面展示前人的种种努力，另一方面希望吸引更多人重视本
学科的历史传承。专题中的三篇文章，《论秘书学史研究》《徐望之“公文尚散文”辨———兼谈古
代公文写作对骈散之争的消解作用及其启示》《许同莘先生事略补证》，有的大处着眼、高屋建
瓴，有的小处着手、追本溯源，都有可圈可点之处。 尤其是两位青年作者治学的态度和钻研的
深度，让我们看到学科发展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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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多年过去了，如今，对秘书学史开展研
究的基本条件已初步具备。一则，秘书学专业已
被教育部列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
至今已有 100多所高校开设了此专业， 还有近
10 所高校设立了硕士点，1 所高校设立了博士
点，相关科研任务被提上议事日程；二则，大批
拥有博士学位、 博士后经历的中青年加入了秘
书学专业师资队伍， 他们有学术研究的能力和
动力，也想学习、了解本专业的发展史、学术思
想史；三则，有的高校已组建专门团队收集、整
理相关资料，开始涉足秘书学史研究。 因此，笔
者拟就此研究课题谈些看法，以期抛砖引玉，对
秘书学史研究有所帮助和推动。

二、秘书学史研究的范围

中国秘书史是研究我国历代秘书工作现象
和规律的专门史； 中国秘书学史是研究中国秘
书学自身发展进程和学术思想的专门史。 从整
体上看，两者研究的范围、对象、内容是不同的。

笔者认为， 中国秘书学史研究的范围应包
括两大部分： 一是中国秘书学科产生和发展至
今的历程，即学科发展史；二是各种观点、流派
的产生和演进，即学术思想史。秘书学科产生和
发展至今的历程， 是秘书学科学术思想产生和
演进的渊源，而形成共识的学科学术思想，又是
指引和推动学科发展的重要动力。 因此这两部
分内容相辅相成，在秘书学史研究中水乳交融、
缺一不可。

1.学科发展史部分
建议将上世纪 80 年代初秘书专业的诞生

作为起点，因为专业诞生后才有了学科。笔者将
这近 40 年的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专业产生和兴盛的前 15 年（1980 年—1995
年）；第二阶段，历经坎坷的后 15 年（1996 年—
2010 年）；第三阶段，专业升格为本科后大发展
的黄金时期（2011 年至今）。

第一阶段，“十年动乱”结束后，高校恢复招
生、教学和科研，老专业得以重建的同时，一些

新专业纷纷设立。社会需要秘书人才，秘书工作
者希望将经验引入高校， 加上国外高校秘书专
业的影响， 秘书专业在我国高校骤然兴起。 一
时，全国先后有 400多所高校设立此专业，中国
高校秘书学教学研究会成立， 学术研究蔚然成
风，大量著作、教材、论文问世，秘书类专业期刊
在全国遍地开花。 [4]

第二阶段，在 1998 年的全国高校本科专业
目录大调整中， 一批高校申报秘书学专业本科
失败，学科发展急剧滑坡。学界有识之士鼓舞士
气、积蓄力量、迂回前进，经百般努力，使秘书专
业在自学考试和成人教育中成功升格为本科，
经教育部批准，20 多所高校设立了文秘教育专
业本科。这些发展使学科建设向前跨进了一步，
为申报全日制秘书学专业本科奠定了基础。 [5]

第三阶段，在有识之士的呼吁、组织、奔波
下，秘书学专业于 2012 年被教育部列入《普通
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此后进入大发展的黄
金时期。 201０ 年以来，同仁们先后八次召开专
业建设研讨会， 研讨专业发展面临的难点和热
点问题，对培养方案、教学计划、课程设置、教材
选用、师资建设、实训室建设、学术发展、内涵建
设、考核评估等进行梳理。 其中，有的问题解决
了，有的问题基本解决了，有的问题正在解决，
有效推动了专业的发展。 [6]

2.学术思想史部分
这部分研究范围的内容则可包括五个方

面：第一，分析、评价各种具有代表性的秘书学
观点、思想、论文、著作；第二，探究秘书学思想
的源流与派别，以及影响、作用、地位；第三，对
秘书学人物的贡献、学术风格、特点、地位进行
评价；第四，溯寻秘书学本身发展的脉络，揭示
其规律；第五，考察秘书学知识的积累过程和表
现方式、技巧。

关于学科发展史和学术思想史这两部分内
容的研究，前者明显易于后者。这是因为前者的
时间跨度只有近 40年， 资料多且容易收集，三
个阶段的分期脉络清晰； 后者的时间跨度长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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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千年，目前掌握的资料尚不充分，分期脉络也
不清晰。

三、秘书学术思想史的分期

秘书学术思想在秘书学科诞生前就已存
在， 其源头可追溯到古代， 时间跨度长达几千
年，而不是近 40 年，关于它的分期也有过争议。
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董继超撰文《秘书学史研
究刍议》，将秘书学史（即秘书学术思想史———
笔者注）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孕育阶段、萌发阶
段、准备阶段、开创阶段。[2]《秘书》杂志原副主编
刘耀国也持类似观点，划分出史前阶段、萌发阶
段、准备阶段、开创阶段，还划定了每一阶段的
具体起止时间。 [7]

对此，笔者不敢苟同。且不说“孕育”“萌发”
“准备”“开创”诸词词义的差异，也不说秘书学
术思想史是否已成熟到能以细微差异来划分阶
段，更不说具体起止时间的划分，只说分期的基
础，笔者就认为远未具备。

第一， 马克思说过：“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
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相反
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
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 ”[8]秘书学术思
想史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和一门专门史， 自然也
是事后回顾、反思的。关于秘书学术思想史的分
期，只有积累了大量“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
才能开始“思索”；勾勒出其产生、发展的历史脉
络，才能开始作“科学分析”。然而，别说 20 多年
前，就是目前，我们所积累的史料也还远未丰厚
到足以成史的程度。 秘书学术思想史的发展脉
络尚未明朗，其历史轮廓仍不清晰，靠已掌握的
史料只能勾勒出历史的局部。对于一门专门史，
只有看清了它的全程、全貌，顺流而下或者溯流
而上予以仔细考察， 方有可能按一定的标准将
它划分成段， 否则论断就缺乏雄辩的依据和科
学的标准。

第二， 董继超在文章中也写道：“秘书学史
的分期必须从秘书学史自身的规律和特点出

发，去研究秘书学的起源、产生和发展，从中确
定各个发展时期的起止年代和重要表现。 ”[2]那
么，“秘书学史自身的规律和特点”以及“秘书学
的起源、产生和发展”已经被揭示、梳理清楚了
吗？ 笔者认为，当时没有，现在也没有。 既然没
有，也就无从“出发”去“确定各个发展时期的起
止年代”。

第三，在社会科学中，没有一门学科的学术
思想史的分期是在研究者们欲着手研究时就可
以划定的。 更有甚者，有的学科已相当成熟，但
是一提到分期问题，研究者们依然争论不休，言
人人殊。 秘书学术思想史只是一门处于设想阶
段的、尚未诞生的专门史，要对其进行精确到年
的分期，实在缺乏基础。学者们的探索精神诚然
可嘉，但是，基础缺乏，结论也就难以令人信服。
“历史分期，是人们观察和研究历史过程时寻找
的一种方法， 一个大致反映不同发展阶段的标
志，一个关键时期的节点，同时又不可以看得太
绝对。”[9]所以笔者认为，秘书学术思想史的分期
宜粗不宜细，可以沿用历史时期的通常划分法，
将其分为古代、近代、现代三个大的阶段。

四、研究秘书学史的基本原则

笔者对中国秘书史的研究， 采取了厚古薄
今的基本原则，其理由见拙作《中国秘书史》[10]。
但对秘书学史进行研究， 包括学科发展史研究
和学术思想史研究，其基本原则却得厚今薄古。
理由主要有三点。

第一， 古籍中有关秘书现象的记载寥若晨
星。笔者在撰写《中国秘书史》的过程中，曾从二
十四史等史籍中搜寻史料，但所得甚少，深有大
海捞针之感，而有关秘书学史的史料更为罕见。
严格地说，我国在 18世纪中叶以前并没有秘书
学专著和系统的秘书学学术思想。 巧妇难为无
米之炊，史料是构筑秘书学史大厦的砖石，砖石
无几，大厦难筑，因此秘书学史研究的重点不可
能是古代，无法厚古。

第二，18 世纪中后期，《幕学举要》《佐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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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等秘书学著作先后问世，1884 年，这些著作
被辑录成《入幕须知五种》，从历史分期上来说
这时已属于近代范畴。 而在《入幕须知五种》汇
辑的八册书中，《学治臆说》《学治续说》《学治说
赘》三册偏重于论述从政施政、为官治民之说，
《办案要略》《刑幕要略》两册偏重于介绍和传授
办案经验，虽然内容与秘书工作有关联，但将它
们分别划归领导科学著作和法学著作似乎更为
合理。称得上秘书学著作的仅《幕学举要》《佐治
药言》和《续佐治药言》三册，史料仍显单薄。 因
此，秘书学史研究的重点也难以置于近代。

第三，现代，我国出现了两次秘书学研究高
潮。上世纪 20 年代至 40 年代，当时的政府对秘
书工作进行过多次改革， 既总结国内秘书工作
经验，又派员赴欧美考察，并建立起相应的学术
团体，创办刊物，对以文书档案业务为主的秘书
工作开展学术研究， 并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秘
书学著作，如徐望之的《公牍通论》、许同莘的
《公牍学史》、周连宽的《档案管理法》等，掀起了
我国现代首次秘书学研究高潮。

上世纪 80 年代， 随着秘书专业的诞生，我
国再次掀起秘书学研究高潮，且延续至今。就地
域而言，研究从北京、武汉、四川、东北、华东的
一些点，迅速向全国扩展；就参与者层次而言，
从党政机关秘书部门的高级领导， 到大专院校
的教师、学者，乃至基层单位的秘书人员，各个
层次均有人参与，声势浩大；就研究领域而言，
从党政秘书研究起步，延伸至企业秘书研究、涉
外秘书研究、行业秘书研究、乡镇秘书研究等；
就研究内容而言，从直观描述秘书实务、交流工
作经验上升为理论探索， 涉及秘书和秘书工作
的定义，秘书的职责、作用和地位，秘书工作的
性质、特点和规律，派生出了秘书史、外国秘书
工作、秘书心理学等研究分支。

至今， 全国已有 100 多所高校设有秘书学
专业本科，有上海大学《秘书》杂志等多家公开
发行的专业刊物，还有大量论著问世。这些论著
提出了众多有价值的观点， 有的已初步形成了

较为系统的思想体系。 研究者们围绕一些热点
论题展开讨论、争议、论战，客观上出现过学术
流派的雏形，涌现出一批学术代表人物，产生了
一批秘书学专家。同时，国内秘书学界与国外秘
书学界也建立了联系，开展学术交流。

近 40 年，秘书学研究总体上呈现出百花齐
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形成了我国历史上秘
书学研究的鼎盛局面， 为秘书学史研究提供了
丰富的资料和扎实的基础。因此，秘书学史研究
的重点只能置于现代， 其基本原则只能是厚今
薄古。

五、秘书学史研究的切入点

对一门专门史进行研究， 最初总是从零碎
的、分散的、微观的探索开始的，由点到线，由线
到面，由个案至全貌，集腋成裘，逐步完成由量
的积累到质的飞跃，从而构筑起专门史的框架。
选择切入点，是探索的起步。秘书学史尚无自己
的史料学，只有纵观各时期史料的概况，才能选
好切入点。

我国古代关于秘书活动的见解零散而不成
系统，多记述而缺乏抽象概括，多罗列现象而缺
乏总结归纳， 常常夹杂在探讨其他社会活动规
律的过程中。 所以，古代少有秘书学专著，对秘
书活动的论述往往只有只言片语。“代言之司，
机密所系，且旦夕侍朕，裨益不在尚书下也。 ”[11]

这是明成祖朱棣对秘书机构———通政司的看
法， 从中可以看出封建帝王对朝廷秘书机构的
重要作用及其地位有一定认识。“吾子历览古今
之变，而通其得失，是将植密画于借箸之宴，发
群谋于章奏之笔，上为明天子论列熟计，而导扬
威命。然后谈笑樽俎，赋从军之乐。移书飞文，谕
告西土劫胁之伍，俾其箪食壶浆，犒迎王师，在
吾子而已！往慎辞令，使谕蜀之书，燕然之文，炳
列于汉史，真可慕也。不然，是琐琐者，恶足置齿
牙间而荣吾子哉？ ”[12]这是唐代柳宗元在送好友
赴任秘书官职时的赠言， 反映出封建士大夫对
秘书的素养、职责范围、作用、地位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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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言论属秘书学史的史料，值得归纳、研
究。 然而，由于它们零散无序，我们无法将其作
为学科研究的切入点。

有学者提出将《册府元龟·幕府部》视为我
国古代秘书理论体系的草创， 但秘书学界对此
普遍不予认同。 [13] 笔者认为，《册府元龟·幕府
部》中的总序、小序只是关于宋代以前官府秘书
工作的一般性描述，而不是思想理论性文献，更
称不上是理论体系。 它可以被我们当作中国秘
书史研究的史料， 但不能作为秘书学史研究的
史料，自然也无法作为学科研究的切入点。

近代出现的《入幕须知五种》这一包括秘书
学专著在内的丛书，可供仔细研究。 现代，论著
众多，观点、见解纷呈，资料充足。

秘书学界的一些同仁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以
清代幕学和幕学著作作为秘书学史研究的切入
点，笔者认为，这一选择是适当的。这是因为：第
一， 清代幕僚盛行， 绍兴师爷在历史上非常有
名，幕学（秘书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应运而生，
以此为切入点， 影响大， 利于吸引学者参与讨
论，造成声势；第二，《幕学举要》等幕学著作是
至今发现的最早的秘书学专著， 书中的秘书观
点显然比古代的只言片语要系统、全面，便于学
者研究；第三，将此作为切入点，便于上溯下探，
连贯全线，构筑起专门史的基本框架。

按照问世的时间先后， 与这一论题直接或
间接相关的文章主要有：郑天挺的《清代幕府制
的变迁》[14]，杨剑宇的《清代幕僚探讨》[15]，张先贵
的《秘书学理论研究的历史回顾》[16]，刘春萍、陶
建平的《〈佐治药言〉中秘书学哲理探幽》[17]，刘
耀国的《秘书科学萌发与清代幕学专著———兼
与董继超等先生商榷》[18]等。 此外，少数秘书学
著作对此也略有涉及， 有的同仁比如天津的杨
文起对《入幕须知五种》 作过初步的介绍和整
理，可惜未在公开刊物上发表。

但是， 上述文章对清代幕学和幕学专著的
探讨，多数尚停留在对其背景、成书年代等的考
察层面，还未深入挖掘其实质，即未对其秘书学

观点或思想进行梳理、归纳、提炼，也未对其价
值、影响作出评价。因此，尚需逐步深入、触及实
质地进行剖析评判，作高质量的研究，让这一论
题真正成为切入点， 并为秘书学史研究树立个
案研究的样板。

六、研究秘书学史的基本方法

研究中国秘书学史，需要打好两个基础，掌
握两种方法。

１.两个基础是指秘书学和历史学
秘书学史研究的对象、范围是依据秘书学

的涵义划定的。 历代古籍浩如烟海，判断其中
哪些言论、论文、著作、观点、思想属于秘书学
范围，需要以秘书学的概念、原理为标准进行
分辨、甄别、挑选。 所以，研究者必须先认真学
好秘书学，透彻理解其内容，方有能力研究秘
书学史。

中国秘书学史是研究中国秘书学发展进程
和学术思想的专门史， 是历史学和秘书学相互
交叉、渗透的一门学问，所以它又是历史学的一
个分支。 历史学是研究和阐述人类社会发展的
具体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 它不但研究人类社
会总的发展趋势，还能与其他学科结合，揭示各
种具体社会活动的历史过程，形成专门史。历经
数千年的积淀，中国史学博大精深、成果丰硕，
利用其成果来研究秘书学的发展进程和学术思
想，就形成了秘书学史。秘书学史在形式上采用
历史学的分类叙述法， 在内容上则以历史上秘
书学范围内的言论、论文、著作、观点、思想为研
究对象， 是传统学科和新学科相结合的一门新
学问。

秘书学史的学科发展史部分和学术思想史
部分，都是依照时代或年代顺序分章叙述的，涉
及对各王朝、各时期历史沿革的深入了解；作为
一门专门史，它的研究内容受历代政治制度、社
会状况、思想文化等的制约。 比如，为什么幕僚
在清代盛行且作用重要？ 这就需要了解当时的
历史背景。 所以，只有具备基本的历史知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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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历史上重大的政治制度、社会状况、思想文化
等，方有能力研究秘书学史。

２.两种方法是指历史研究的方法和逻辑推
理的方法

历史研究的方法就是从纷繁的古代文献中
搜集有关史料加以考证、鉴别、整理，然后开展研
究。“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
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
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
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
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 ”[19]所以，
首先必须从搜集、积累史料入手，以拥有大量、丰
富、翔实的史料为研究基础。 笔者认为，对古代，
以搜寻史籍中的秘书学言论为主；对近代，以研
究幕学及其专著为中心，积累成果；对现代，需要
对大量资料进行甄别和选择。 历史研究的常用方
法是比较，比如，将某一时期的秘书学思想与前
一时期的作比较，看其有何发展，为何发展，成功
与失误何在；或与现代的作比较，看哪些思想被
继承、吸收或已被改造，哪些方面需引以为戒。

逻辑推理的方法就是根据一个或几个已知
条件推导出结论的方法。在浩瀚的史籍中，有关
秘书学的言论、观点、思想稀少而零散，难以直
接反映出全貌，需要对这些史料进行甄别，从而
推断出结论。 由于搜集到的史料其价值各不相
同，因此还需要寻找出典型史料作重点解剖，从
中找出共性，揭示规律性的东西。

在社会科学之林中， 对学科自身发展进程
作系统研究并卓有成效的，当推历史学。历史学
在研究历史进程的基础上，派生出史学概论、史
料学、史学史等子学科，其中的史学史就是研究
历史学本身的发展进程和史学思想的。因此，我
们可以学习、借鉴史学史研究的成功经验，结合
秘书学的实际情况来推进秘书学史的研究。

七、运用学界积累的成果

秘书学专业产生和兴盛的前 １５ 年（1980
年—1995 年）， 是秘书学学术理论研究的繁荣

时期。 这一时期，学科理论攀上一个新台阶，上
升到一定的高度。 此后 20 多年，秘书学学术理
论研究基本停留在原先的层面，无力向上攀登，
呈现高原现象， 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没有
实现超越。 在 1980 年至 1995 年期间问世的大
量论著中不乏学术含量高、社会影响大的成果，
比如，有的著作从基层往上逐级申报评选，荣获
国家级奖项，有的论文被《新华文摘》等权威刊
物选登。[4]从研究领域看，从起初的秘书的定义、
分类、性质和角色特征，扩展到秘书的功能、地
位、价值和秘书的素质，再扩展到秘书工作的本
质属性和基本规律， 秘书学科的架构体系、地
位、类型、归属，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又扩展到
中国秘书史、国外秘书工作、行业秘书工作、对
秘书学者的评论等，层层推进，研究领域日益宽
广。这一时期还在秘书的定义、秘书工作的本质
属性、秘书工作的规律、秘书学的架构等问题上
进行多次讨论，也掀起过学院派（天派）和实务
派（地派）之间所谓天地之争的论战。这 15 年积
累了较丰富的学术成果，后面的 20 多年也多少
有一些成果。

这些成果以原创论著、论文集、手册、词典、
专题汇编集的形式留存下来。比如，在探索秘书
学思想源流与派别、影响、作用、地位方面，王千
弓、徐中玉主编的《秘书实用手册》[20]，收集了当
时已基本达成共识的有关秘书学的各种概念、
观点，全书近 47 万字；绍兴文理学院副教授何
宝梅的《秘书学基础理论探究》[21]对每个重要概
念、观点的不同见解进行梳理，全书 23 万字。又
比如，在秘书学人物评价方面，重庆商学院副教
授邱惠德历经数年在全国秘书学界进行采访调
查，根据学术成果、价值、贡献、影响，推出了李
欣、王千弓、常崇宜、董继超、方国雄、杨剑宇 6
位秘书学家，为之立传。 其撰成的《中国当代秘
书学家论》[22]，还介绍了一些活跃在秘书学界的
青年学者，全书近 23 万字。 这些都是有代表性
的参考资料，应予收集、借鉴。 要以前人的终点
为起点，来研究秘书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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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秘书学史研究的科学性

科学性是一门专门史的生命。 为了确保科
学性，秘书学史在起步时就应当注意四个问题。

第一， 对秘书学的每一则言论、 每一部著
作、 每一篇论文以及每一个秘书人物均须花功
夫仔细研读、考察，作准确、全面的理解，然后深
入分析、研究，如此才能作出基本准确的评价。
倘若走马看花， 甚至未读原文、 原书就急于评
判，自然失之偏颇，缺乏可信度。

第二，对现代秘书学观点、思想不宜作跟风
式评价，而应该经过冷静思考后再作鉴定。有的
观点已基本成为共识，如秘书的辅助性特点；有
的尚存争议，如秘书的定义、秘书工作规律、秘书
学研究群落等；有的一时不为人接受、重视，日后
却可能为学术界公认；也有的昙花一现，或轰动一
时，随后消散。 历史研究是一种回顾和反思，凡此
种种，研究者只有待其沉淀下来后，以冷静、公正
的目光予以剖析、评判，才能得出客观的结论。

第三，笔者设想将秘书学史研究分为三类：
将秘书学界已形成或基本形成共识的秘书学观
点归为第一类；将尚有争议的归为第二类；将已

提出而尚未研究的问题归为第三类。 先集中对
第一类再作研讨，扩大共识面，使之成为秘书学
史的基石。对于第二类，选择其中影响最大的说
法用于教学和对社会作解释， 而秘书学界内部
可继续讨论，待有了更科学的说法再取而代之。
这种做法有利于推进秘书学研究， 也有利于提
高秘书学的社会地位。对于第三类，选择其中的
重要问题开展研究，以弥补前两类研究的不足。

第四，反对剽窃，端正学风。 与文史哲等传
统学科相比，秘书学界的抄袭之风令人吃惊，这
不仅败坏了秘书学的名誉， 也不利于学科的发
展。学术研究是十分艰苦的智力劳动，研究者要
花大力气收集史料，甄别筛选，运用逻辑思维进
行推导，提炼出观点，再将一个个观点构筑成严
密的体系，完成论文或专著。研究者必须遵守职
业道德和学术规范，杜绝学术不端。 只有这样，
才能使秘书学史研究走上正道， 也才能保证研
究成果的科学性。

中国秘书学史的研究是秘书学界一项宏大
而颇具意义的工程，也是一项艰苦的工程。希望
有志之士积极加盟参与，群策群力，共同来完成
这一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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